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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裁判模式对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的影响研究：
基于理解错觉的中介和道德理解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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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体育赛事中裁判员不公平的裁判事件被媒体不断曝光，越来越多的媒体

和公众呼吁采纳人工智能裁判取代传统裁判员。选取 2018—2022年国际体育赛事中涉及人工智能裁判模式与传统

裁判员模式中有争论的媒体材料，通过三组实验验证有关假设。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裁判模式对第三方公众赛

事公平性感知的影响要显著大于传统裁判员模式；理解错觉在不同裁判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之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道德理解对主效应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道德理解抑制了人工智能裁判模式对第三方公众

赛事公平性感知的影响，而增强了传统裁判员模式对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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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及国际体育赛事中对裁

判结果争议问题的不断曝光。一些媒体和公众认为，为

了减少人为干扰和确保赛事结果的公平性，应该加强人工

智能裁判在体育赛事中的应用，甚至取代传统裁判员。在

“如果奥运会的裁判都是 AI，会更公平吗？”的一篇评论中：

“国际著名体育专栏作家 Melendez 针对日本东京奥运会系

列不公平事件，专门撰文对采纳人工智能裁判的必要性进

行了论述”（百度公众号，2021）。而一篇题为《人工智能丢

人大发了：把裁判光头当足球追了一整场》（2021）的报道却

对人工智能裁判能否取代传统裁判员提出了质疑。目

前，人工智能裁判模式与传统裁判员模式相比，哪种模式

能更好地体现公平公正的裁判决策，尚缺少研究论证。

依靠专业人士的技能来决策的良好动机与强调采用

人工智能来决策会使算法变得透明的观点，引发了一个悖

论（Bonezzi et al.，2022）。一方面，一些媒体和公众希望在

体育赛事中更多地借助人工智能来确保裁判结果的公平

公正。一些研究认为，人工决策的神秘性必然引发人类对

社会公平公正更大的担忧，如法官对被告进行评估时都

不会解释他们是如何做出判断的（Cohen，2015），人力资

源总监在做出聘用人员决定时是不会解释他们如何评估

候选人的（Klehe et al.，2008），医生在诊断时也不会向患

者做出全面清晰的解释（Mangano et al.，2015），体育赛事

中裁判也不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给运动员评分的（张琪

等，2015）等。因此，人类应该广泛采用人工智能（Wu et al.，

2022）。因为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知识更新和远程监控

方面相较人类具有巨大优势，而且不容易产生偏见，更不会

因为与特定团体或运动员发生利益冲突而失去公平公正。

相反，一些专业人士认为，国家级和国际级裁判员是参加过

多轮严格的专业技术考评和道德评估才取得相应资格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职业操守（盛琦，1984）。另外，也有

研究证明，人工智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裁判创造

说”认为，规则总是不稳定的，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裁

判员只能不断地通过创造规则来补全先前的规则（张乃

根，1993），这在人工智能裁判领域很难实现；又如，在花样

滑冰和花样游泳等兼具技术与表演性质的项目中（徐建

方 等，2017），人工智能裁判模式相较传统裁判员模式不具

优势。2021 年，来自 Nature 子刊 Nature Human Behavior 的

一项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传统裁判员模式的合理性

提供了佐证。该研究发现，在医学领域，在人工智能诊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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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诊疗中，病患理解错觉（illusory understanding）的中介

作用在放大一方优势的同时也在强化另一方的劣势。也就

是说，病患放大优势和强化劣势并非客观事实，而是由理

解错觉驱动的，即人类的认知模式正如 智能算法中“黑匣

子”的感觉（Cadario et al.，2021）。与医疗领域的“黑匣子”

理论相同，在体育赛事中，一些媒体和公众将“黑匣子”理

论套用到了传统裁判员裁判模式之上，对传统裁判员裁

判的抵制是由理解裁判员决策行为的主观困难（认为他

们的行为是“黑匣子”的感觉）和对人工智能的理解错觉

（认为人工智能更精准、无懈可击）共同驱动的，双重驱动夸

大了人工智能的作用，抑制了对传统裁判员的信任。加之

一些存在争议的比赛结果，使公众对传统裁判员能否秉

持公平的裁决产生质疑，这些耦合效应让第三方公众的错

觉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

人工智能裁判模式和传统裁判员模式哪种能更好地

体现公平公正的裁判决策，目前仍不明确。按照 Wood‐

worth（1939）提出的 S-O-R 模式，即“外在刺激—个体生理、

心理认知—个体心理、行为反应”是人类的一般行为模式。

显然，人工智能裁判模式和传统裁判员模式是引发理解

错觉这一认知变量的外部刺激因素，而第三方公众赛事

公平性感知则是作为心理反应的结果变量。因此，研究

不同裁判模式对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的影响差

异，以及理解错觉在不同裁判模式感知与第三方公众赛事

公平性感知之间的中介效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三者

之间的内在生成机制；而将道德理解作为调节变量引入，

探讨道德理解对不同裁判模式感知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

平性感知之间关系产生的影响，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丰

富体育管理的相关理论。

1 研究假设

以往研究指出，社会比较是影响公平感知的重要心理

过程（吕飒飒 等，2021）。Adams（1965）提出的经典公平

理论认为，公平感知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互动过程中与他

人进行比较而形成的公平判断。Fehr 等（1999）指出，公

平感知是个体在社会情境中在参照他人结果的基础上进

行的一种主观判断。根据上述研究，在体育赛事中本文将

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定义为：社会公众在参照相

关赛事结果的基础上，对内群体成员在赛事情境中遭遇

的一种公平性主观判断。Colquitt（2001）认为，公平感知涉

及公平、公正、客观和合理与否等可操作性内容。关于人工

智能裁判和传统裁判员对第三方公众公平性感知影响的

研究，目前在司法领域讨论较多，多数研究认为，无论是

人工智能裁判模式还是传统裁判员模式，最终目标都是为

了提高事件本身的公平性（杜强强，2016；王林清，2015）。

Cadario 等（2021）的研究也表明，在没有选择权的条件下，

智能算法诊疗方式和医生诊疗方式都能被患者接受；在

有选择权的条件下，由于人类决策的主观知识过程大于客

观知识，患者选择医生诊疗方式的意愿要显著大于智能诊

疗方式，但研究认为这种决策是一种理解错觉。那么，在体

育赛事中，人工智能裁判模式相较于传统裁判员模式是否

会对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有更强的影响？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

H1：人工智能裁判模式相较传统裁判员模式带来的

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显著更强。

人们对人类决策透明度的感知源于一种信念，即“自

省”提供了直接进入人们做出决策的心理过程的途径

（Nisbett et al.，1977）。但人们实际上无法接触到他们自己

的联想机制（Morewedg et al.，2010）。本质上，人类做出的

评估往往就像算法所做的决策一样是一个“黑匣子”。因

此，对理解错觉的研究在最近两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理解错觉是指不依靠实际情况，而仅仅依靠自己

的意愿和偏见形成的认知（Schlicker et al.，2021），也可以

理解为人们的主观偏见。李少远等（2021）在人与机器之间

存在异质性的研究中指出，人的理解错觉存在较强的模

糊性和随机性，难以通过准确的模型进行描述。因此，理

解错觉往往是一种主观想象，而且人类决策过程的主观知

识要大于客观知识，对于理解错觉可以从标准、过程和效

果三方面的理解程度来明确其操作性定义（Cadario et al.，

2021）。另外，理解错觉是一种认知变量，在研究中一般都

将其作为中介变量来使用。比如，Bonezzi 等（2022）通过

实验法发现理解错觉在招聘模式（人工招聘模式和机器

人算法招聘模式）与受聘者偏好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原因

是受聘者相信他们更了解自己认可的招聘模式，实际上

这也是一种错觉。那么，在体育赛事领域，理解错觉是否

同样会在不同裁判模式感知与第三方公众公平性感知之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理解错觉在不同裁判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

平性感知之间起中介作用。

道德理解是指人们运用自己理解的道德概念或所吸

收的道德知识对某一行为的好与坏、善与恶进行道德评

价的过程（郑睦凡 等，2013）。也有研究认为，道理理解是指

公众对道德主体需要根据“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应该做”

所进行的主观判断（陈少明，2007）。孙开宏等（2013）将

体育道德界定为运动员和裁判员在竞赛过程中需遵守公

平、守法、仁爱、负责、诚实、正义、牺牲与合作等原则。Krebs

（2005）的研究通过开发道德理解的测量量表明确了道德

理解的操作性定义，包括“出于利己主义的考量”“出于正义

的考量”“出于原则的考量”等内容。在消费者伦理领域，

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算法错误中的伦理问题，并

将道德理解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研究，证明了对道德理解

的有效操控可以对人工智能软件算法错误与选择意愿之

间的关系起显著的调节作用（Gal et al.，2017）。姜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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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艳红（2022）研究证明，感知伦理型教练员在组织伦理

氛围与运动员组织信任之间起调节作用。感知伦理型教

练员与本文所述的对裁判模式的道德理解有共通的内

涵。综上，在体育赛事领域，当导入“道德理解”后，不同裁

判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之间的关系是否也

会发生改变？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道德理解对不同裁判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

平性感知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即道德理解

在人工智能裁判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之间起

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反之，道德理解在传统裁判员模式与

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之间起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2 量表开发

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获得测量题项：1）对近年来国

外相关方向核心期刊进行全面扫描，根据 Voss 等（2003）

的语义差异量表，从 10 个题项中选取 3 个题项构建了关

于人工智能裁判模式和传统裁判员模式测量量表，例如，

“对于我来讲，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或传统裁判员模式）是

有效的/无效的、必要的/不必要的、正规的/不正规的”。根

据 Cadario 等（2021）的测量量表构建了关于理解错觉的

3 个测量题项，根据 Krebs 等（2005）的测量量表构建了关于

道德理解的 3 个测量题项，根据 Colquitt（2001）的测量量

表构建了关于第三方公众公平性感知的 4 个题项（表 1）；

2）请相关专业的博士生将其中的英文测项译成中文，随

后，将中文问卷再译成英文，并与原文进行对照；3）为了确

保量表的效度，在尽可能保持原量表的基础上，根据概念

框架的需要，结合相关理论概念，以及对来自成都体育学

院和西南财经大学体育学院 5 位体育界资深学者（其中正

教授 3 人、副教授 2 人）的深度访谈，修正了一些题项的表

达，以弥补现有测项的不足；4）以初始题项为基础，采用李

克特七级量表形式，收集了 21 份体育爱好者的有效问卷，

针对预调研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所有变量的 Cron‐

bach’s α值超过 0.70，所有题项间的内部相关系数值均介

于 0.5～0.8，说明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另外，量表的KMO值

均大于 0.7，并通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P＜0.01），说明量表

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 实验研究

3.1 实验 1：不同裁判模式对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的影响

3.1.1 研究对象

借鉴相关研究（Cohen，1977；Leenaars et al.，2016），取

中等效应量 f 2=0.35，显著性水平 α=0.05，期望功效 power=

0.8，通过 G*Power 3.1 软件进行样本量估计，得出实验 1 总

的样本量不少于 93 个。本文参照陈晨等（2020）的实验研

究模式，在实验 1 中，定向式地在 MBA 在职学员中招募了

120 名［其中男性占 61.2%，平均年龄为（31.6±7.92）岁，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17.3±1.75）年］对体育赛事有一定了解

的学员作为操纵对象参加实验。

3.1.2 实验设计

实验 1 为单因素两水平被试间设计。采用关键事件

法对不同裁判模式进行实验操纵，该方法被广泛用于社

会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的实验操纵中（陈晨 等，2020；Li‐

ang et al.，2016）。操纵对象被随机分配到人工智能裁判

模式感知组（n=60）和传统裁判员模式感知组（n=60）。人

工智能裁判模式感知组和传统裁判员模式感知组分别阅

读情境刺激材料 A 和 B。在阅读情境刺激材料过程中，被

试需要想象（时间控制在 5 min 内）在未来的体育赛事中，

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或传统裁判员模式会对各类赛事结果

表1 测量量表及来源文献

Table 1 Measurement Scale and Source Literature

变量

人工智能裁判模式

传统裁判员模式

理解错觉

道德理解

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测量题项

1. 我感知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是有效的；

2. 我感知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是必要的；

3. 我感知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是正规的。

1. 我感知传统裁判员模式是有效的；

2. 我感知传统裁判员模式是必要的；

3. 我感知传统裁判员模式是正规的。

1. 我在很大程度上理解这种裁判模式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裁判的；

2. 我在很大程度上理解这种裁判模式的裁判过程；

3. 我在很大程度上理解这种裁判模式的裁判效果。

1. 我认为这种裁判模式会促成“出于利己的考量”；

2. 我认为这种裁判模式会促成“出于正义的考量”；

3. 我认为这种裁判模式会促成“出于原则的考量”。

1. 作为第三方公众，我感知裁判是公平的；

2. 作为第三方公众，我感知裁判是公正的；

3. 作为第三方公众，我感知裁判是客观的；

4. 作为第三方公众，我感知裁判是合理的。

来源文献

Voss et al.，2003

Voss et al.，2003

Cadario et al.，2021

Krebs，2005

Colquitt，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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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带来什么影响。为了加强操控效果，被试在阅读完情

境刺激材料后还需要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自己面对这种情

境的体会和感受，字数不限（时间控制在 20 min 内）。在

描述完感受之后，被试填写了理解错觉和第三方赛事公

平感知问卷。最后，被试报告了性别和年龄两项人口统计

学信息。

情境刺激材料 A（根据“虎嗅网”的新闻报道《辅助冬

奥冠军训练的，竟然是 AI》改编）：由小冰公司研发的人工

智能裁判与教练系统“观君”，是人工智能在全球顶级赛事

中全程参与训练并辅助取得骄人战绩的首个案例。小冰

团队从 2019 年就开始随队训练，在 3 年多的时间里不断

收集运动数据，首创了“小样本、大任务”的冰雪运动分析

模型，并且最终打造出了首个达到国际级竞技赛事专业要

求的人工智能裁判与教练系统“观君”。这与我们过去看到

的工程师随队操作计算机运行程序并且展示数据不同，

“观君”在实际运行中高度自动化，能够通过采集到的运

动轨迹、出台角度、高远度等多维度的关键数据信息直接

进行裁判和打分。“观君”对于空中技巧运动员训练过程

中出色的评判能力，获得了国际雪联的认可，直接引入到北

京冬奥测试赛中，当上了空中技巧项目的唯一竞赛裁判。

在冬奥会预赛执裁过程中，“观君”完成了共计 44 人次的

全部裁判工作，裁判结果的精准度、公平性获得了国际雪

联、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领队和教练组的一

致认可，圆满完成了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大赛独

立执裁任务。

情境刺激材料 B（根据“光明网”的新闻报道《千分之

一秒定胜负——访中国首位冬奥会裁判员边维华》改编）：

作为一名在体育赛事中深耕了 20 多年，执裁过 2002 年盐

湖城冬奥会、2006年都灵冬奥会和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

资深裁判员，边维华认为：中国历来重视对裁判人才的培

养，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全国体育机构就展开针对从业

人员的大面积培训，包括技能、道德和规则等内容。本届北

京冬奥会就有数百名国内技术裁判，也是经过层层选拔出

来的。边维华说：“裁判员必须熟练掌握比赛规则，并且

能够灵活运用这是基本的要求。尤其是那些千分之一秒

定胜负的比赛，非常考验裁判员的实时反应和观察力，因

此裁判员不仅要注意观察所有细节，而且要做到判断准

确。当然，我们作为裁判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要

求，就是要把这个职业当成一份荣耀和一份责任。”

3.1.3 结果检验

1）主效应检验。采用 SPSS 25.0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分析结果显示：人工智能裁判模式下（M=5.754，SD=

0.744）和传统裁判模式下（M=4.746，SD=1.543）的第三方

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均值都大于中值 0.4，且参与者的第

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在人工智能裁判模式下显著高

于在传统裁判模式下（F=19.147，P＜0.001，η2=0.143），假

设 H1 得到验证。此外，性别（F=0.123，P＞0.01）、年龄（F=

0.123，P＞0.01）及其交互作用（F=0.475，P＞0.01）对第三

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无显著影响。

2）中介效应检验。采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

（Efron et al.，1979），对两种裁判模式作虚拟变量处理，编

码为 0（传统裁判员模式）和 1（人工智能裁判模式）。如表 2

所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95% 的置信区间不包

含 0，表明理解错觉部分中介了不同裁判模式对第三方公

众赛事公平性感知的影响，假设 H2 得到支持。

3.1.4 讨论

通过验证，H1 得到实验数据支持，即人工智能裁判模

式相对于传统裁判员模式带来的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

感知更强。人工智能技术与体育赛事相结合已然是一种

显性趋势，在充分利用科技红利促进人工智能裁判建设

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规制人工智能裁判技术中隐藏的“黑

匣子”问题。要限制人工智能裁判的过度化适用，保障人

工智能裁判中传统裁判员的适度介入与参与，强化基于人

机协同裁判的各类措施，尽可能地消解科技融入体育赛

事裁判可能产生的冲突，以实现人工智能裁判模式在程

序和结果上的合理性与合规性。进一步，实验结果证明了

H2 提出的理解错觉的部分中介作用。同时，研究结论对

Bonezzi 等（2022）的理解错觉研究提供了支持。由此可

见，如果在裁判管理中，我们对理解错觉带来的较高的人

工智能裁判模式评价和较低的传统裁判员模式评价放任

不管，第三方公众对传统裁判员模式的理解错觉有可能

不断放大，并影响到正常的裁判秩序。最后，本文通过控

制性别、年龄等因素增强了实验结果的稳健性。

3.2 实验 2：道德理解在不同裁判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

公平性感知之间的调节效应

3.2.1 研究对象

基于取中等效应量 f 2=0.35，显著性水平 α=0.05，期望

表2 理解错觉的Bootstrap检验

Table 2 Bootstrap Test of Illusory Understanding

路径

人工智能裁判模式→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人工智能裁判模式→理解错觉→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传统裁判员模式→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传统裁判员模式→理解错觉→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效应量

0.390

0.641

-0.390

-0.641

标准误差

0.183

0.195

0.183

0.193

95%置信区间

［0.028，0.751］

［0.298，1.670］

［-0.751，-0.028］

［-1.47，-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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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 power=0.8，通过 G*Power3.1 软件进行的功效分析表

明，本次研究的最低总样本量为 31 个。73 名［其中男性占

比 43.3%，平均年龄（30.74±7.721）岁］MBA 在职班的学员

参与了实验 2。

3.2.2 实验设计

73 名被试分为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感知组（n=36）和传

统裁判员模式感知组（n=37）。

首先，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感知组阅读实验 1 中的情境

刺激材料 A；传统裁判员模式感知组阅读实验 1 中的情境

刺激材料 B。在阅读情境刺激材料过程中，被试需要想象

（时间控制在 5 min 内）在未来的体育赛事中，人工智能裁

判模式或传统裁判员模式会对各类赛事结果分别带来什

么影响。为了加强操控效果，被试在阅读完情境刺激材料

后还需要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自己面对这种情境的体会和

感受，字数不限（时间控制在 20 min 内）。在被试描述完感

受后，所有被试在李克特七级量表上对人工智能裁判模式

感知、传统裁判员模式感和第三方赛事公平性感知打分。

其次，加入刺激。要求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感知组和传

统裁判员模式感知组所有被试均阅读道德理解的情境刺

激材料 C。在阅读情境刺激材料过程中，被试需要想象

（时间控制在 5 min内）在未来的体育赛事中，道德理解对各

类赛事结果分别带来什么影响。为了加强操控效果，被试

在阅读完情境刺激材料后还需要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自己面

对这种情境的体会和感受，字数不限（时间控制在 20 min

内）。在被试描述完感受后，所有被试在李克特七级量表上

为第三方公众公平性感知和道德理解等测量题项打分。

最后，被试报告了性别和年龄两项人口统计学信息。

情境刺激材料 C（由《凤凰网》的新闻报道《全北贿赂

裁判被扣 9 分罚款 1 亿韩元仍获常规赛冠军》改编）：裁

判，是体育比赛中负责维持赛场秩序，执行比赛规则的职

位或人物。许多国际比赛中的裁判必须从比赛双方的国家

（地区）以外的第三国（地区）中选出，以示独立、公正和无利

益冲突。比如，足球裁判由于多半穿黑色服装，因此经常

称为“黑衣法官”，球类运动中的裁判又叫球证。为了尽可

能地保证裁判更加公正、客观，在正式比赛中除了设置了

裁判员，还设置了巡边员，可以把巡边员理解为是裁判员

的助手。各专业裁判委员会，要求裁判要经常观看专业领

域内的比赛，以此达到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全面观察的

能力。要懂得专业领域类比赛的技、战术，只有这样在临场

工作时才能把观察力有效地建立在可能会发生违例或犯

规的地方，以此达到提高临场裁判员观察的目的性和判

断的预见性。当然，裁判员也有失误的时候，不可能做到百

分百完美。《人民日报》曾刊发题为《多点理解，少些苛责》

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裁判员在赛场上是规则的化身，在

瞬息万变的赛场之上很难做到完美的判罚，偶有错判、漏

判出现，我们应该换位思考，尊重裁判，宽容失误。最近几

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裁判开始在各类赛

事中得到应用。一些人认为，人工智能裁判模式的应用

会不会减少利己主义，更多地出于对原则的考量。

3.2.3 实验结果

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道德理解的调节效应。在进行

调节效应检验时，对所涉相关连续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

以减少共线性问题。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等其余相关因

素后，检验了道德理解在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感知与第三方

公众体育赛事公平性感知（模型 1），以及传统裁判员模式

感知与第三方公众体育赛事公平性感知（模型 2）之间的调

节作用。如表 3所示，对于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感知组，模型

1 中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感知对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β=0.163，P＜0.01），人工智能裁

判模式感知与道德理解的交互作用显著（β=-0.241，P＜

0.01），且置信区间［-0.235，-0.571］不包含 0，表明道德理解

在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感知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之间起反向调节作用。模型 2 中传统裁判员模式感知对第

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β=

0.247，P＜0.01），传统裁判员模式感知与道德理解的交互

作用显著（β=0.126，P＜0.01），且置信区［0.075，0.672］不包

含 0，表明道德理解在传统裁判员模式感知与第三方公众

赛事公平性感知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H3得到验证。

3.2.4 讨论

实验 2 验证了 H3，即道德理解在传统裁判员模式与

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这一

研究结果意味着，对于公众夸大人工智能裁判员在体育

赛事中的作用，以及贬低传统裁判员在体育赛事中的作

用，其深层次原因是公众缺乏对传统裁判员的道德理解，

表3 道德理解的调节效应检验

Table 3 Moderating Effect Test of Moral Understanding

变量

常数项

自变量

人工智能裁判模式

传统裁判员模式

调节变量

道德理解

交互项

人工智能裁判模式×道德理解

传统裁判员模式×道德理解

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

R2

F

模型1

4.192**（0.377）

0.163**（0.052）

0.225**（0.045）

-0.241**（0.035）

-0.021（0.138）

0.110（0.057）

0.43

9.342**

模型2

4.083**（0.312）

0.247**（0.435）

0.198**（0.047）

0.126**（0.028）

0.151（0.139）

0.113*（0.057）

0.406

7.708**

注：1）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差；2）*表示P＜0.05，**表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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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冲动性行为。有研究认为，裁判道

德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技术含量的合理规范，它存在于裁判

员及其所属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博弈之中，裁判员背

离道德规范不是因为道德水平低下，而更多的是因为某

些利益关系（李兵，2009）。虽然，在各类体育赛事中涉及

裁判道德的事件并不常见，但由于体育比赛参与及观看

人数多、涉及面广，又是媒体关注的敏感性话题，因此，容

易演变为社会性公共危机事件，从而使裁判道德陷入扩

大化的公众信任危机之中。在不同裁判模式对第三方公众

赛事公平性感知概念模型中置入道德理解，对于化解公众

的理解错觉，使公众对人工智能裁判模式和传统裁判员

模式做出更加客观的评价与判断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当然，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如果赛事官方能充分利用

微博、公众号和各种新媒体，对体育赛事中传统裁判员道

德理解相关知识和正面事件进行更多和更深入的报道，

相信第三方公众对传统裁判员模式带来的公平性感知会

显著增强，同时，也能有效抑制对人工智能裁判模式对公

众公平性感知作用的过度夸大。

3.3 实验3：第三方公众客观理解的机制解释与排除

与第三方公众理解错觉相对应的第三方公众客观理

解是否会削弱第三方公众的赛事公平性感知？对此，实

验 3 将主要排除第三方公众客观理解的竞争性解释。

3.3.1 主效应测量

选取 120 名被试［其中男性占 37.5%，平均年龄为

（29.99±7.41）岁］，随机分为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感知组（n=

60）和传统裁判员模式感知组（n=60）。重复实验 1 主效应

实验和检验的全部过程。采用 SPSS 25.0 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人工智能裁判模式下（M=5.368，SD=

0.721）和传统裁判模式下（M=4.582，SD=1.565）的第三方

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均值都大于中值 0.4，且第三方公众赛

事公平性感知在人工智能裁判模式下显著高于在传统裁判

模式 下（F=20.476，P＜0.001，η2=0.150），主 效 应 仍 然 被

验证。

3.3.2 客观理解测量

在完成主效应测量后，参考 Cadario 等（2021）的研究

提炼了 3 个关于公众客观理解的判断型测量题项：“裁判

只需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在赛场上报分即可？”“对于普通犯

规，技术犯规和违体犯规的判罚是有不同的制裁原则的？”

“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寻找开闭角就是增加摄像头个数？”，

被试须根据设置的题项以“正确”“错误”或“不知道”的方

式报告其客观理解。答对一题得 1 分，其余不计分。

3.3.3 实验结果

本实验以不同裁判模式为自变量，第三方公众赛事公

平性感知为因变量，客观理解为中介变量，采用 Bootstrap

分析客观理解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表 4），人工智能裁

判模式（或传统裁判员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之间的直接效应显著，客观理解在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或

传统裁判员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之间的

间接效应均不显著。表明客观理解不能解释观察到的第

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的差异。因此，第三方公众的客

观理解的替代性解释可以被排除。

3.3.4 讨论

实验 3 的主要目的是对第三方公众客观理解的机制

进行解释与排除，即研究排除了第三方公众客观理解的

中介效应。更强的客观理解可以更好地限制冲动，引导

第三方公众管理好他们的情绪化行为（Ryu et al.，2019），

从而削弱他们由于理解错觉而对传统裁判员的负面评

价，增强他们对人工智能裁判的客观评价。也就是说，只有

排除了客观理解的中介效应，才能说明在体育赛事中的

确是理解错觉在不同裁判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

感知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研究结论对 Schlicker 等（2021）

的“理解错觉是指不依靠实际情况，而仅仅依靠自己的意愿

和偏见形成的认知”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并且有助于赛

事主办方了解如何更好地制定公关策略，引导第三方公

众客观的评价不同裁判模式。另外，采用 Cadario等（2021）

提炼的客观理解测量量表，丰富了该量表的应用场景，并

进一步验证了客观理解作为主观理解的解释与排除机制

是有效的。实验还进一步对理解错觉的部分中介效应作

了强化论证。

4 结论

研究表明，人工智能裁判模式相较于传统裁判员模式

带来了更强的赛事公平性感知。究其原因，是理解错觉

在不同裁判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之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的结果。研究还证明，导入道德理解后，道德理

表4 客观理解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排除检验

Table 4 Bootstrap Exclusion Test for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路径

人工智能裁判模式→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人工智能裁判模式→客观理解→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传统裁判员模式→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传统裁判员模式→客观理解→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

效应量

1.030

-0.020

-1.030

-0.020

标准误差

0.225

0.039

0.225

0.040

95%CI

［0.584，1.476］

［-0.100，0.066］

［-1.476，-0.584］

［-0.06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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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能够有效地调节不同裁判模式下的第三方公众赛事公

平性感知。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得到如下启示：

1）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人工智能在体育赛事

中的应用会变得越来越广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裁

判模式会取代传统裁判员模式。比如，将激光传感器、3D

追踪技术、视觉识别等技术引入体育赛事，不仅有助于传统

裁判员提高裁判质量，也能有效地减少争议和不确定性。

因此，人工智能裁判模式与传统裁判模式并不是对立的矛

盾体，恰恰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2）“黑匣子”问题并不只会发生在传统裁判员模式之

下，已有的研究和案例也都证明了人工智能裁判模式也

会存在算法失误的问题。一些媒体和公众之所以想象人

工智能裁判可以近似完美地代替传统裁判员，首先是由于

部分主流媒体和自媒体抓住体育赛事中个别裁判员显失

公允的判决事件，通过新闻、评论或视频传播方式夸大对整

个裁判员队伍的负面评价，从而使社会公众对传统裁判

员模式产生了理解错觉和公平危机；其次，由于社会公众对

传统裁判员模式的公平危机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急于寻求新

的公平的替代方式，而人工智能裁判模式恰好为满足公众

的这种需求提供了契机。因此，要警惕理解错觉在不同裁

判模式与第三方公众赛事公平性感知之间产生的影响。

3）偏见或偏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某些特定的情境

变量可能改变这些认知。比如，加强对“道德理解”的操纵，

社会公众则可能认识到“传统裁判员模式更不容易被人

为操控的可能性要显著好于人工智能裁判模式”。而且，

对经历各种技能考核和道德评估而获得裁判资格的专业

裁判人员来说，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荣誉。因此，行业主

管部门要加强媒体对裁判员道德理解的宣传报道，引导

社会公众和媒体要对裁判员有更多的包容、理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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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fferent Referee Modes Influence the Third-party Public Game Fair

Perception：Mediation Based on Illusory Understanding and Moderation Based

on Moral Understanding

WU Hongli1，TANG Xiaofei2*

1. Chengdu Sport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WUFE, Chengdu 61003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media exposure of unfair referees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games, more and more media and the public call for adopting AI referees to replace traditional referees. We selected the media
materials in the 2018—2022 international games that involve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AI referee and the traditional referee
through two groups of experiments to verify the relevant assump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AI referee on the third-
party public game fair perception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referee; the illusory understanding plays a part of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ferees and the third-party public game fair perception; moral understanding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effects, that is, moral understanding inhibits the impact of AI referee on the
third-party public game fair perception; on the contrary, moral understanding has enhanced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referee on the
third-party public game fair percep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orts referee; game fairness perception; illusory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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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Exploration on the Fitness Test of Team Spor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raft Combine Test of the Four Major American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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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scientific and precision fitness test of team sports through the draft combine test of
the four major American professional sports leagu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draft combine fitness test have good overall predictive
effects, and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hysical fitness assessments in terms of test content, methods, processe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team sports fitness test in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 professional league assessment system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the multi-dimensional test can b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field position and age differences.
In the test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and accuracy of assessment results should be avoided through the standardized
arrangement of test contents. In addition, a long-term physical fitness assessment database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 as to help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eam sports.
Keywords: fitness test; evaluation criteria; team sports; the four major sports 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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